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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magology
 

has
 

offered
 

a
 

new
 

perspective
 

to
 

international
 

publicity
 

translation
 

and
 

global
 

communication.
 

Based
 

on
 

imagology 
 

this
 

paper
 

highlights
 

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publicity
 

translation
 

in
 

shaping
 

Chinas
 

national
 

image.
 

The
 

paper
 

further
 

combines
 

with
 

the
 

theory
 

of
 

imagology
 

to
 

analyze
 

and
 

summarize
 

th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based
 

on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poverty
 

elimination
 

to
 

better
 

present
 

Chinas
 

national
 

image
 

in
 

global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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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學視域下脫貧攻堅中國經驗的外宣翻譯策略研究
———以《習近平全國脫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講話》為例

張欣蕾

天津外國語大學中央文獻翻譯研究基地

摘　 要:形象學為外宣翻譯和國際傳播提供了全新視角和思路。 從形象學視角出發,探討外宣翻譯策略在國家形

象塑造中的重要作用,進而結合形象學理論,對脫貧攻堅中國經驗的翻譯策略進行基於語料的分析和歸納,旨在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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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宣翻譯提供理據,推進國家形象建設。

關鍵詞:形象學;外宣翻譯策略;脫貧攻堅中國經驗

引言

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自成立以來,一直致力於為人民帶來福祉、實現共同富

裕。 2012 年,中共十八大詳細描繪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宏偉藍圖,向中國人民

發出了向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進軍的時代號召。 因此,脫貧、減貧工作長期以來一直是國家工作

重點。
近年來,在實現國家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中國的貧困治理卓有成效。 2021 年 2 月 25 日,在全國脫貧

攻堅總結表彰大會上,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莊嚴宣告中國「脫貧攻堅戰取得了全面勝利」,這也標誌著中

國完成了消除絕對貧困的艱巨任務。 中國在貧困治理中取得的成果得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可,中國的貧

困治理經驗也越來越的到國際社會的關注。
綜上,將中國貧困治理取得的成功經驗通過外宣翻譯的形式向國際社會有效傳播,既有利於幫助世界

上其他國家減貧、脫貧,也有利於提升中國的國際影響力,塑造更良好的國家形象,為世界更進一步瞭解中

國提供寶貴機遇。

一、
 

形象學與國家形象

形象學起源於 19 世紀法國的比較文學,旨在「研究關於國家的他者形象和自我形象的文學、文學史及

其文學批評,其重點在於探討形象的生成、發展和影響」(鄭洵,2021)。
「形象」是形象學的具體研究內容,其內涵包括「一,人、物的相貌形狀;二,能夠作用於人們的感官,使人

們產生印象、觀念、思想及情感活動的物質;三,具體與抽象的統一,也是物質與精神的統一」(秦啟文、周永

康,2004)。 比較文學中的「形象」更符合第二層定義。
國內其他學者對「形象」的具體內涵有著廣泛而深刻的討論。 陳吉榮、都媛認為,形象是指「研究者通過

對非本國的文學作品的研究和理解,在頭腦中形成一定的印象和觀念,然後對這些印象和觀念進行加工和

塑造,形成最終的形象」(陳吉榮,都媛,2014);高超則指出「在比較文學的語境下,形象學是作為比較文學的

一個學科分支而存在的,以研究異國形象為主要內容。 主要研究的是文學作品中的異國形象,在這些作品

中或是直接描繪異國,或涉及或多或少模式化了的對一個異國的總體認識」 (高超,2011)。 由此可見,「形

象」作為形象學的研究重點,其內涵已經延伸至多個領域,包括但不限於個人形象、公司形象、社會形象、國
家形象等。

綜上,可以看出,形象學的研究重點在於「異國 / 他國形象」。 從這一層面來講,國家形象的內涵並不僅

指一個國家對自身的認知與描述,它還包括其他認知主體對該國的認知與描述。 因此,無論從本國立場或

是其他認知主體立場出發,對某一國家的國家形象進行描述時,描述者自身的意識形態、所處位置等多方面

因素都會影響真實國家形象的塑造。
國家形象的塑造是一個複雜過程。 在外宣翻譯中,國家形象的塑造更是重中之重。 因此,從形象學的

角度考察外宣翻譯中國家形象的塑造有著十分積極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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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形象學與翻譯研究的碰撞

隨著形象學的不斷發展,其跨學科發展趨勢不斷展現,學界開始將形象學引入翻譯研究。
雖然比較文學理論家很早就將形象概念引入翻譯研究,但是形象學在翻譯研究領域的興起恰恰發生在

比較文學日漸式微之後(王運鴻,2018)。 筆者查閱到的英文文獻中,最早明確將形象學理論與翻譯研究相

結合的是土耳其學者 Nedret
 

Kuran-Burcoglu,借用羅蘭·巴特在《神話學》中對形象建構性的分析,他從土耳

其的具體語境出發,考察了目標語文化中現存的「異國形象」對翻譯過程「塑形性質」( formative)的影響,而
翻譯作品也在接受過程中強化、挑戰、改變了目標語文化中的異國形象。

但是,以形象學理論為視角的翻譯研究並沒有就此形成完整的理論體系,直至 2015 年出版的《翻譯研

究與形象學》( Interconnecting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Imagology)一書。 該書收錄了 17 篇形象學視角下翻譯研

究的代表性論文,是形象學理論與翻譯研究有力結合的最新成果。 國內外權威期刊,如《外國語》曾在 2018
年刊登過王運鴻教授對該書的介評,這都使的形象學理論與翻譯研究的結合越來越得到學界關注,也越來

越得到學界的認可。

圖 1:2011—2021 年期間「形象學與翻譯研究」論文趨勢圖
　

國內學界在這一領域也有一定成果。 根據筆者在知網的檢索(截至 2021 年 9 月 1 日),近十年,特別是

近五年來,「形象學與翻譯研究」方面的論文呈顯著上升趨勢(見圖 1),學界的關注重點多停留在文學作品

中的形象建構(陳吉榮,都媛,2014;李小霞,2016;王運鴻,2019)或是形象學與翻譯研究二者之間的學理探

討(王運鴻,2018;王運鴻,2019),對中央文獻外宣翻譯以及國家形象構建之間的關係探究較少。
德國學者狄澤林克認為只有符合目標語讀者期待的異域文學作品才能被譯入語讀者所接受,即「只有

在譯入語讀者心目中樹立起正面的他者形象的作品才能得到讀者的共鳴和認同」。 翻譯正是不同語言之間

的轉換,其過程可以理解為譯者從不同角度對原文進行形象解讀後在譯文中預設目標形象供目的語讀者評

賞。 而譯者根據在翻譯過程中為順應目標語受眾所作出的種種翻譯策略抉擇,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譯介作在

異國文化中的接受度,即他者形象。
因此,筆者認為從形象學理論的角度對中國外宣翻譯策略進行考察,不僅能夠探究中國外宣翻譯策略

對國家形象起到的積極作用,也能夠彌補當前國內在這一領域研究的空缺。

三、
 

外宣翻譯在國家形象塑造中的重要作用

國家形象的內涵是多元化的。 劉小燕(2002)曾指出,國家形象是指國家的客觀狀態在公眾輿論中的投

射,即社會大眾對國家的印象、看法、態度的綜合反映,是公眾對國家所具有的情感和意志的綜合。 根據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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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義,國家形象不僅包括社會對國家的客觀描述,也融合了公眾對國家的情感紐帶。 但是,上述定義中的

國家形象僅囊括了本國公眾對國家的客觀評判與情感,並未囊括別國對本國的客觀評價與情感認知。 因

此,段鵬(2007)將國家形象的概念進一步細化,分為國家實體
 

形象、國家虛擬形象和公眾認知形象 3 個層

次。 其中公眾認知形象著重於研究國家形象在外部受眾群體中的反應,闡述受眾基於自身的認知能力和範

圍通過各類宣傳材料對它國形象進行綜合判斷。 他國公眾由於不懂本國語言,只能依靠翻譯對本國文化進

行涉獵和瞭解。 由此可見,翻譯在跨文化傳播形象塑造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國家形象的國際傳播是冷戰後西方發達國家實現強化國際影響力的重要手段」(鄭洵,2021)。 自冷戰

結束後,不同國家開始建構自身的「國家形象」、「國家品牌」,通過一系列手段讓本國的國際影響力的到不斷

強化。 但是,不得不承認,當今世界仍是西方國家聲音為主導。 例如疫情期間,部分西方媒體不斷抹黑、污
蔑中國,對中國的國家形象造成巨大影響;部分西方媒體談到中國帶領中國人民脫離貧困、共同致富時,甚
至以「新疆棉」為藉口,污蔑、抹黑中國形象。

因此,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要「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範疇、新表述」。 筆

者認為,想要構建中國特色話語體系與良好國際形象,對外翻譯在其中佔有舉足輕重的位置。 譯者應當真

實、全面、客觀地反映中國社會發展現狀,以此消解中國在國際輿論場中的「失語」現象,建立同西方國家的

有效溝通管道。 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夠真正講好中國故事,向世界傳播中國的積極國家形象。
但是一段時間以來,國內學界對此並不夠重視,人們想當然地認為學會別國語言就可以進行有效的跨

文化傳播,卻忽略了傳播的實際效果。 筆者認為,想要實現有效的國家形象跨文化傳播,不能僅依靠語言的

機械轉換,更要將非語言行為、價值觀念、文化差異等多個因素考慮在內。
綜上,中國需要在世界話語體系中佔有一席之地,翻譯扮演者關鍵角色。 作為翻譯工作的實踐者,譯者

應當瞭解別國話語運作特點,產出易為國際社會理解的通用話語,傳播積極的中國形象,消除誤會與分歧。
筆者將以《習近平全國脫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講話》為例,通過對 2021 年 5 月由中央編譯出版社出版的官

方英譯文進行深入探討,從形象學的角度對其翻譯策略進行歸納與分析。

四、
 

脫貧攻堅中國經驗的英譯策略

2021 年 2 月 25 日,在全國脫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上,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莊嚴宣告中國
 

「脫貧攻堅

戰取得了全面勝利」,這也標誌著中國完成了消除絕對貧困的艱巨任務。 中國在貧困治理中取得的成果得

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可,中國的貧困治理經驗也越來越的到國際社會的關注。 習近平總書記在大會上的

演講全面總結了中國脫貧攻堅戰中所付出的努力,是向世界展示中國成績的重要媒介之一。 因此,筆者認

為,在翻譯該文本的過程中,譯者應當具備形象意識,並結合漢英兩種語言各自的特點,靈活採用翻譯策略,
實現有效的跨文化傳播。

(一)
 

字詞層面:內涵明示

由於不同的生活環境、社會背景、社會制度等因素,漢英兩種語言在用詞習慣、修辭手法等多方面存在

著很大不同:不同的生存環境使得不同地區、國家的人面對相同或類似的情景、事件產生不同的認知方式,
進而產生不同視角,出現不同的語言表達形式,這也造就了字詞含義的不對等;此外,相較英語的平實、直
白,漢語更迂回婉轉,喜用修辭結構描述事物。 因此,要成功地在異域文化中塑造「他者」形象,「首先必須對

他者文化進行成功解讀和翻譯,這個過程同時也是對自我文化的闡釋和翻譯」(炎萍,2021)。
綜上,貿然將中文部分字詞直譯為英文,難免會在他者文化中形成與中文形象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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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既不利於原文含義的傳播,也對構建積極中國形象有害。 因此,將爭議字詞進行內含明示能夠有效彌合

英漢兩種語言之間的不同。
例 1　 打土豪

overthrowing
 

local
 

tyrants
在中文裡,「土豪」指「地主、財主、有錢有勢的惡霸」,原文文意即為「打擊地方惡霸」,展現了中國共產

黨幫助窮苦人翻身得解放、打擊地方惡勢力、帶領中國人民共同致富的決心。 而在英文語境中,「地主」通常

稱為「landlord」,為中性詞,並不具備中文語境中的貶義含義。 因此。 倘若忽略中、英兩種語言中存在的認知

差異,將「土豪」直譯為「landlord」則會歪曲原文含義,損害國家形象。
當代形象學聚焦文學作品或是宣傳材料如何通過語言的跨文化傳遞塑造民族的社會及文化形象,因此

在英文譯本中準確刻畫出與中文原文等效的形象是譯者需要解決的問題。 在本例的譯文中,譯者創造性地

將「土豪」一詞譯為「local
 

tyrants」,將「土豪」一詞中晦澀的內涵以明示的翻譯方法表現出來,「土」即對應

「local」,而「豪」則以「tyrants」代之。 在英文中,「 tyrants」一詞常用來代指「暴力用權的人」 ( any
 

person
 

who
 

exercises
 

power
 

in
 

a
 

cruel
 

way),恰好對應原文「惡霸」之意,也更易引起英文受眾共鳴。 譯者對原文的這種釋

義性明示翻譯讓英文受眾更好理解原文,也間接傳達「中國並非盲目打擊地主,而是打擊那些地方惡勢力」
的意圖,營造出中國明察是非、理智判斷的積極國家形象,也間接證明了中國領導人帶領中國打贏脫貧攻堅

戰的堅定決心。
通過譯例可以看出譯者首先準確地將源文進行自我翻譯和解讀,與此同時對譯入語受眾即他者話語進

行闡釋,最後在此基礎上將譯文話語有效地呈現出來。
例 2　 我們緊緊扭住教育這個脫貧致富的根本之策

∙
。

We
 

have
 

maintained
 

keen
 

focus
 

on
 

education
 

as
 

an
 

essential
 

vehicle.
例 2 中,譯文將「根本之策」中的「策」創造性地改譯為「vehicle」,既反映出中國在脫貧減貧事業中時刻

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特點,又展現了中國在脫貧減貧過程中主動找根本、積極治問題的積極形象。 「不同語

言體現了周圍受眾迥異的思維方式,譯入語讀者通常在閱讀過程中通過既有的文化與價值觀接受模式對他

國文化元素進行評價,從而逐漸建立起他國的群體形象」(鄭洵,2021)。 如果單純將「策」字直譯為「policy」
或「strategy」,在英文受眾看來會聯想到某種戰略,可能會帶有政治性色彩,進而對中國形成強勢、消極的印

象,這與原文想要傳遞的本意有所偏差。 而譯者選擇的「vehicle」一詞在英文中有著積極主動的意味,常用來

表示「事件發出者本身主動選擇的方法或管道」,可以給英文受眾帶來積極聯想。 可以看出,將「策」一字譯

為「vehicle」從一定程度上構建了中國積極主動的大國形象。

(二)
 

句子層面:潤色改寫

呂翎曾談到:「要講好中國故事,要既做到內外有別,也要做到內外兼顧」(呂翎,2018)。 由於語言背景、
說話習慣等方面的不同,英、漢兩種語言互譯過程中往往需要對句子進行潤色或改寫,如對原文內容進行增

添或刪除,以便讓目標語受眾更好地理解資訊。 千篇一律的直譯非但不能忠實傳遞原文,甚至會造成誤會

語隔閡。 因此,句子層面的潤色、改寫十分必要,將中國故事、中國脫貧經驗以英語受眾可以理解的方式表

達、講述,對建立成功的「他者形象」十分有利。
例 3　 脫貧

∙∙
群眾精神風貌煥然一新,增添

∙∙
了自立自強的信心勇氣。

People
 

who
 

have
 

shaken
 

off
 

poverty
 

have
 

taken
 

on
 

afresh
 

outlook,
 

and
 

acquired
 

the
 

confidence
 

and
 

courage
 

to
 

depend
 

on
 

themselves.
在例 3 中,譯文創造性地將「脫貧」改譯為「shake

 

off
 

poverty」、「增添」改譯為「acquire」,在譯文中建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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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在脫貧事業中積極、主動」的良好形象。 根據 Collins 詞典釋義,「shake
 

off」一詞往往具有主動含義,強
調「擺脫、掙脫」,具有極強的主觀意願。 此外,根據 Collins 詞典釋義,「acquire」一詞意為「 to

 

gain
 

something
 

by
 

your
 

own
 

efforts,
 

ability
 

or
 

behavior」,同樣具有極強的個體主觀意願。 中文僅用「脫貧」、「增添」,只是對事

件進行了客觀描述,並無對中國人民主觀想要脫貧意願的強調。 譯者在譯文中通過對句子的改寫潤色,試
圖激起英文讀者「中國人民具有強烈主觀意願脫貧減貧」的認知,巧妙地將本體在譯文中的「他者形象」積極

化,不失為在譯語讀者中建構中國脫貧攻堅積極形象的好辦法。
「形象具有高度的主觀性和時效性,它往往形成於人們閱讀完畢一段文字或是與某人短暫接觸後對某

事物產生的綜合印象。 而在此過程中往往一個表情符號或是一句話甚至一個詞都能對其產生深刻影響」
(鄭洵,2021)。 因此,在外宣翻譯的過程中,筆者認為譯者可以在一定範圍內對原文內容適當潤色、改寫,進
而在譯文中進一步昇華甚至重構原文所塑造的形象。 此外,形象也具有相對穩定性,一旦良好的形象在讀

者心中初步行成,將在有助於後續形象的塑造。
例 4　 從屈原「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的感慨,到杜甫「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

顏」的憧憬,再到孫中山「家給人足,四海之內無一夫不獲其所」的夙願,都反映了中華民族對擺脫貧困、豐衣

足食的深深渴望。
A

 

deep
 

longing
 

to
 

see
 

the
 

people
 

free
 

of
 

poverty
 

and
 

well
 

fed
 

and
 

clothed
 

has.
 

been
 

expressed
 

by
 

great
 

historical
 

figures from
 

Qu
 

Yuan 
 

a
 

poet
 

and
 

politician
 

of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who
 

lamented 
 

Long
 

did
 

I
 

sign
 

to
 

hold
 

back
 

tears 
 

saddened
 

I
 

am
 

by
 

the
 

grief
 

of
 

my
 

people  
 

to
 

Du
 

Fu 
 

another
 

poet
 

of
 

the
 

Tang
 

dynasty 
 

who
 

wrote
 

forlornly 
 

If
 

only
 

I
 

could
 

build
 

a
 

house
 

with
 

millions
 

upon
 

millions
 

of
 

rooms 
 

I
 

would
 

bring
 

all
 

the
 

poor
 

people
 

of
 

the
 

earth
 

under
 

its
 

roof
 

and
 

bring
 

smiles
 

to
 

their
 

faces  
 

to
 

Sun
 

Yat-sen 
 

who
 

yearned
 

to
 

see
 

every
 

family
 

living
 

in
 

plenty 
 

with
 

not
 

a
 

single
 

person
 

left
 

behind.  
「形象在一種文化中具有相對的固定性,是一個群體基於經驗和感知對事物長期得出的結論」 (鄭洵,

2021)。 中國一直是以人為本、以人民為中心的大國,從古至今,中國人一直心懷天下,以天下人之憂而憂,
以天下人之樂而樂。 在例 4 中,對於孫中山、杜甫、屈原等歷史名人,倘若直接譯入英文而不加以潤色,目標

語受眾便無法感知到與原文受眾相一致的中國形象。 因此,如何將中國的形象優勢有效傳遞到英文語境

中,是譯者需要解決的問題。
在例 4 中,針對譯語受眾背景知識的缺失,譯者採用了在句子層面對原文進行潤色的翻譯方法,增添了

屈原、杜甫等人的背景知識,展現出中國「以人為本」這一思想的悠久歷史,今天的中國政府依然時刻為人民

謀福利,傳遞了中國「歷來以人為本、以人民為重」的良好形象。

(三)
 

語篇層面:邏輯梳理

中文句子通常較散,句與句之間往往省略連接詞。 此外,中文重意合,句與句之間的邏輯關係通常需要

聯繫上下文後方能加以判斷。 而英語恰好相反,英語是典型的寫實語言,句與句之間的邏輯關係由邏輯詞

體現。 因此,在漢語原文的語段、語篇翻譯過程中,貿然直譯可能會在目標語讀者的心中構建出與原文完全

不符的「他者形象」,極不利於中國的國際形象。
例 5　 110 多萬貧困群眾當上護林員,守護綠水青山,換來了金山銀山。
More

 

than
 

1.1
 

million
 

impoverished
 

people
 

have
 

become
 

forest
 

wardens 
 

earning
 

compensation
 

for
 

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
此句後半部分的修辭顯然是用了對仗的手法,體現了漢語恢弘、寫意的特點,原文讀起來朗朗上口,富

有音韻美。 從形象學的角度對原文進行考察可以發現,原文兼具音韻美與畫面美,間接塑造了中國在脫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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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貧過程中以人為本、減貧同時不忘保護生態的積極形象。 漢語的每個形象符號都扮演著不可或缺的作

用,直接譯入英語勢必會因形象符號缺失而造成邏輯不通,造成形象的不對等。
「形象絕非生硬的複製品,在不同文化中往往同一物品具有不同所指,因此在譯入語文本中重塑形象有

必要依照譯入語的寫作模式和程式進行邏輯重組」(鄭洵,2021)。 想要準確、有效地將原文中所塑造的形象

傳遞到目標語中,需要對語篇進行全面考察,結合上下文,簡明扼要地抓住原文邏輯。
在原文中,原作者前後都在談中國味了帶領貧困地區人民脫貧,不僅為他們提供經濟援助、補貼,更「授

人以漁」,為貧困地區人民提供工作,讓他們能夠從真正意義上擺脫貧困。 漢語原文句與句之間邏輯關係並

不明顯,「綠水青山」如何為人民帶來「金山銀山」? 這一問題在英文譯文中得到了解決。 從英文譯文中可以

看出,譯文充分消化了原文邏輯,簡明扼要地抓住了原文的主要內容,對「綠水青山」、「金山銀山」兩個富有

中國特色的意象進行消解,省略了漢語特有的對仗表達,轉而採用 forest
 

wardens 構建全新修辭意象,向英語

受眾傳遞「中國減貧同時不忘保護環境」的形象。
「金山銀山」在譯文中則由「earning

 

compensation」所代替,這樣的表達摒棄了原文較為隱晦的意象,是
的譯文更通透、明朗,更容易被英文受眾所接受。 倘若直接譯為「mountains

 

of
 

silver
 

and
 

gold」則會過於膚

淺,很可能會給營造出過於俗氣的形象,且這種譯法與上下文脫節,有損譯文的連貫性。 譯者的處理方式則

是以目標語受眾為導向,順應目標語語境,對原文內容進行適度改寫、刪減,有效傳遞了原文所塑造的中國

良好形象。 譯者在語篇層面通過上下文邏輯梳理的翻譯方法,在譯文中理清句與句之間的邏輯,有效在譯

文中建構了原文中所塑造的積極國家形象。

五、
 

結語

本文從從形象學視角出發,探討外宣翻譯策略在國家形象塑造中的重要作用。
 

研究顯示,中央文獻譯者

通過字詞層面的明示內涵、句子層面的改寫潤色、語篇層面的邏輯梳理等翻譯策略,間接幫助構建中國在國

際舞臺上的良好形象。 而譯者這種時刻具備形象學意識的外宣翻譯策略也的確在中國形象的國際傳播中

貢獻了力量:根據筆者在外網相關社交平臺、相關網頁的檢索 (以 「 poverty
 

alleviation,
 

China,
 

Chinese
 

people,
 

image」等作為檢索關鍵字)發現(截至 2021 年 12 月 30 日),在習近平主席在脫貧攻堅總結大會上的

講話雙語版發佈後,多數外媒及網友對中國在脫貧攻堅戰中取得的成就表示認可及讚歎,並在外國讀者中

樹立了較為積極的中國國際形象, 如部分網友認為中國的脫貧較有針對性 ( a
 

well-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人民脫貧意識積極主動(Chinese
 

people
 

welcome
 

policies
 

about
 


 

poverty
 

alleviation)等。 由此

可見,形象學視域下的外宣翻譯策略的確從一定程度上為我國積極國家形象的傳播做出了貢獻。
習近平總書記曾提出「要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範疇、新表述」。 當今世界

話語權競爭日益激烈,掌握國際舞臺的發言權就意味著掌握了在國際舞臺上塑造良好國家形象的抓手。 向

世界展示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向世界證明中國的脫貧經驗值得借鑒,都需要外宣翻譯工作者順應譯語

受眾的認知模式、文化背景,增強譯文對譯語受眾的感染力,架起不同文化間溝通的橋樑,進而塑造積極良

好的中國大國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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